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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先秦时期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许鸿儒  

（青海省西宁市青海师范大学  810000） 

摘要：神意史观与实录精神对立统一下的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特征最终构建成于班固的《汉书》，但是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
发生发展却有着更为古老的来源。我们应该看到早在先秦时期，史官的职能、史家与思想家的诸多著述都对“史学二重性”的产生
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后世著史提供了丰富的史学思想的借鉴。 

关键词：史学二重性；先秦史官；先秦史书。 
 
中国封建史学二重性的特征是中国三千多年来史书的基本属

性，在中国的史书中，班固的《汉书》是最具有其特征的作品之一，
但是其源头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并且有所发展的历
史意识的二重性。本文将从先秦史官与先秦史书两个方面出发，来
具体分析历史意识二重性与史学二重性在先秦时期的体现，为中国
古代史书共有的史学二重性的特征追流溯源。 

一、史学二重性 
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具体定义为：真实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

的结合。“真实的历史”指的是古代的统治者要从历史中吸收经验
教训，要求历史的真实，追求实录直书的精神；“虚幻的历史”指
的是古代的统治者要求历史著作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因
此，通过历史作品宣传皇权神授，又会在主观上要求曲解历史。vi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史学的二重性是指史学一方面出于借鉴的需要
而从历史的真实中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要从神意角度
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提供论证。vii 中国史学的二重性特征，
真正完成构建的时期及其作品当属汉代班固所纂的《汉书》，其史
学的二重性特征最为显著，这和东汉初年这一特定的时代对于史学
的要求以及班固自身的家学渊源有着重大的关联，其中以“宣汉”
为旨趣的神意史观与直书不隐，不为汉讳的“实录”精神并存，基
本诠释了史学二重性的内涵特征，确为构建史学二重性的定鼎之
作。但是，在汉书之前史学二重性的部分特征便已经有所体现。《中
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中论述：这种史学二重性特征，早在先秦史学
形成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董狐笔”和“太史简”便是分别代
表了“求道”与“求真”之史学两种不同属性的典型笔法。viii 然而
对史学二重性影响颇深的历史意识的二重性却在更早的时期就已
经出现，并且在发展中逐渐向史学二重性进行演化。吴怀祺认为历
史意识在原始社会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出于维系、发展生产，
满足生活需要的现实目的，具有现实经验的成分，包含真实的内容；
另一方面，它通过图腾和始祖传说，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一种约束，
既提高了氏族成员的信心，又约束成员服从氏族长的管理。中国古
代传说中的盘古、女娲等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神性的一面。ix 由
此可见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着诸多的英雄故事对史学二重性的部
分特征已有所体现。而本文讨论的史学二重性即为：神意史观和实
录精神的对立统一，以及形成神意史观和实录精神的“敬鬼神”和
“重人事”的历史意识的对立统一。 

二、先秦史官与“史学二重性” 
《吕氏春秋·先知览》中有云：“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

执而泣之”、“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由此可见，可能在夏朝
时期就已经设立了史官。二十世纪初期，在河南安阳出土的诸多甲
骨文中出现了“史”、“作册”、“内史”、“太史”等名称，参
诸其他历史文献资料，我国至迟在商朝已设置了史官，当属确定无
疑。当时史官的作用大体可以总结为：记事、占卜和祭祀。在商代
的基础上，西周王朝建立了更为发达的史官制度。及至春秋战国时
期，社会剧烈动荡，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然而，“降及战国，
史氏无废”，“从横之世，史职犹存”，此时史官制度不仅未被废
除，而且在各诸侯国更为普遍地兴建了起来。x 史官本是中央设置，
但是在王权衰微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制度不仅没有没落衰微反而
更加的大行其道，其作用也从商朝时的记事、占卜和祭祀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和史学与历史意识具有的二重性特
征密切相关。 

首先从各个诸侯国设立史官的目的来看，这与他们想努力提高
自己国家的政治地位，进而称雄称霸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

们需要史官来对他们的各种行为进行卜筮占梦来向鬼神询问自己
的行为是否恰当；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史官来记载自己的言行与行
事，编修史册，通过实际记录的方式来宣扬自己处事之圣明。前者
体现了敬天地鬼神的天命史观，而后者即是史学的实录精神，史学
的二重性在设立史官的目的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其次史官在设立的过程中其职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最初的记
事、占卜和祭祀的职能之外亦起到了“宣达王命”，提供咨询的作
用。吴怀祺参考了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以及刘节所著《中国
史学史稿》中的《古代史官表》，加以查缺补漏，并且增加了“活
动与表现情况”等栏目制成《春秋战国史官职名及活动一览表》。
在表中“活动与表现情况”一栏分为大体上的三个职能，即“与政
治有关的方面”，与“史学有关的方面”以及“祭祀、卜筮等方面”。
根据此表，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凡表所列七十人，有
的人只有单一方面的活动，而有些人却身兼数职，例如楚国的左史
倚相不仅负责与政治有关方面的论证咨询，而且还兼任祭祀、卜筮
等方面的祭祀一职。但是没有一个史官在任职史学有关方面的记言
记事、掌管文献的情况下同时兼任祭祀、卜筮方面的职位。笔者认
为，这是诸侯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了史官在任职记言记事、掌管文献
的情况下需要“敬鬼神而远之”，不益参与祭祀，占卜等活动，所
以导致了竟无一人有此兼职，而这种思想恰恰符合了史学二重性中
的求真思想，摒弃鬼神之干扰，以笔实录其事。 

最后在统治者注重掌管记言记事与掌管文献史官求真实录的
同时，亦是注重史官的祭祀和卜筮这一从商以来的史官原始职责。
从表中可知史官亦是多有掌管祭祀、卜筮方面的职能。但是这就发
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过于重视史官在祭祀、卜筮等方面职
能的诸侯国往往多是在诸侯国交战时被吞并的弱国。例如虢、宋、
卫等国，当然最重视这一传统职能的还是周王室。相反，设置史官
上同时注重三种史官职能的国家都是后来的强国，如：晋、楚、齐、
秦等。值得一提的是，最终统一六国的秦国在史官的职能上只设置
了与政治有关的方面，这是否与史、卜的彻底分离有关，亦或是和
政治的兴亡建立联系呢？此非本文重点，故此不加以深入讨论。 

除了史官设立的目的与职能体现了史学二重性的特点之外，先
秦史官的史学思想亦是具备鲜明的史学二重性的思想。 

其一，先秦史官重人轻神的思想在认同神的存在的基础上也强
调了人民的作用。惠王十五年之时，一颗流星落在了虢国莘塬，周
惠王问史官原因，史官回答国家的兴起和灭亡之时神灵都会下降，
并且建议周惠王去祭祀降下的神灵。这是一种崇信鬼神的神意史

嚚观。但是《左传》中又记载了虢国史官史 与周惠王内史过对于虢
国国君丑笃信神灵一事的看法，即：“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虢必亡矣，虐而听神”。二位史官都注重人对于历史结果的影响，
而非是神，这正是与神意史观相对立的一种对立思想。 

其二，如果重人轻神的思想本身还是带有一些的神意史观色彩
的话，那么民贵君轻的思想即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而得
出的结论，这也是不避讳统治者失德的“实录”精神的体现。《左
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于季氏夺权有一番论述：“天生季氏，
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
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这段论述先是强调
了季氏得民心，又表示季氏是比鲁昭公更加优秀的统治者，其判断
依据第一是季氏本人勤政为民，第二是民众在季氏的统治之下已经
忘却了自己的主君，这段论述以民众的思想出发，对贤臣予以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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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昏君予以批判。由此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的名贵君轻思想以及先
秦史官不为君讳，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 

其三，史官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历史产生的影响的认识
带有十分典型的史学二重性的观点。《国语·周语上》中记载了伯
阳父对于地震的看法：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烝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 ，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

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
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xi 

伯阳父这段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的神意史观，认为周之将
亡是“天之所弃”，阴阳失调的缘故，但另一方面又从自然灾害的
角度指出了周之将亡的原因是“水土无演，民乏财用。”此外还以
历史的眼光总结了夏、商败亡的经验教训，来推断周之衰亡的原因，
这又是从实际与历史真实出发的判断。伯阳父对于周之将亡的原因
的阐述正恰好应和了史学二重性的基本观点。 

三、先秦史书与“史学二重性” 
先秦史书里的诸多著述都体现了史学二重性的特征，一方面这

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神灵观念依然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以
《春秋》为代表的诸多史书在史义和史法上已经充分体现了史学总
结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功能以及实录精神。此节以《尚
书》、《春秋》、《左传》中的具体的章节为依据来讨论这些史书
在蕴含着神意史观的同时亦是具有着与之相对的“实录”精神。 

《尚书·多士》中有云： 
“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xi 
这里周公代周王解释了为什么商会被周取代。原因是上天不愿

意把天命授予善于说谎和胡作非为的人，上天把丧亡的大祸降临到
商的头上，周灭商是在帮助上天行使使命，是上天将灭商的任务交
给我们周。这很明显是一种神意史观的体现，用上天、天命意志来
诉说周灭商的合理性，进而维护周的正统地位。 

在重视上天的意识的同时《尚书》同样重视总结以往真实的历
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尚书·无逸》与《尚书·立政》
中举出了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这些贤君的例子来劝谏
周成王不要贪图安乐享受，要勤政爱民，体会民间疾苦，对百姓要
和蔼恭谨，使百姓安居乐业。周公苦口婆心对周成王的劝谏，其中
所蕴含的历史借鉴思想，为后世的政治实践、历史观念、史学发展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春秋》的神意史观主要体现在其“灾异必书”上，《春秋·隐
公下》记载：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春秋·庄公》又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秋，大水。无

麦、苗。 
诸如此类的反常的天气以及自然灾害《春秋》都会予以记录。

宋朝胡安国有言： 
凡灾志，见《春秋》有谨天戒、恤民隐之心，王者之事也。 
《春秋》灾异必书，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惟明于天人相

感之际，响应之理，则见圣人所书之意矣。xi 
胡安国认为《春秋》记载反常天气和自然灾害的原因是“明于

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即上天会用反常的气象与自然灾害来
警告人间，从而劝阻君王、臣子规范行为，不要行不义之事。由此
看来《春秋》是具备神意史观的。 

《春秋》主在记事，是我国古代记事史书的代表。从《春秋》
的史法来看，最重要的是直书其事，符合史书的实录精神。吴怀祺
先生在《中国史学思想史（总论·先秦卷）》中认为：“《春秋》
把二百多年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绝不是在讴歌封建礼仪道德，
相反地，他把臣弑君、子弑父的场景淋漓尽致展现给后世人们。如
果不是歪曲《春秋》，那么这部书确实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自《春秋》而成的《左传》在前者的基础上记述了不少生动的
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这些过程与人物的活动上可以鲜明的看出神
意史观的影子，而对于这些活动本事的详细记述又体现了史学本事
的实录精神。 

在神意史观的体现上，上节所提“莘塬降神”事件更是明确的
写出来的确有神，而且真实的降临了，虢国国君丑甚至向神灵祈求

土地。除此之外《左传·昭公》中刘定公评论赵孟一事也颇具神意
色彩： 

谚所为老将知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乎！为晋正卿，以主诸
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赵
孟不复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从，又何
以年？xiv 

刘定公从神意和民意的双重角度上来对赵孟的思想行为作出
了判断，认为赵孟活不过今年，体现了一种人神并重的思想。 

《左传》中最能体现实录精神的莫过于“太史简”事件。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

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
乃还。”xiv 

史官以生命来确保史书真实性的悍不畏死的精神对后来的史
书与史书的撰述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是后来两千多年史书实录
精神从未断绝的原因之一。 

四、结论与补充 
本文通过对先秦史官以及先秦几部史书的探讨与分析，基本得

出了在先秦时期，史学就已经产生了二重性的萌芽。虽然这个时候
史学二重性的建构还没有完全成熟，严格意义上来说只算得上历史
意识的二重性，但从先秦时期著述的时期看来，神意史观对于人的
影响逐步的被人事所取代，这也是符合历史大势的发展。 

先秦时期记述的神鬼之事为后来的史学家在著史时所阐发的
天命王权，君权神授等思想提供了思想借鉴，为后来以二十四史为
代表的史书中维护封建统治的神意史观提供了思想源泉。另外先秦
的著作也为后来史书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一时期
的著作所提供的的材料，那么后来诸如《史记》、《资治通鉴》等
中国历史巨著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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